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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王霄冰

　　摘　要：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
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
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
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
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
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
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关键词：民俗资料学；民俗文献；民俗文物；民俗学；学科建设

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应如何转型？学科建设如何推进？民俗学如何能在当前激烈的学科

竞争中站稳脚跟？围绕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在研究范式方面，最早由高丙中提
出的“以生活过程为取向”“把被事象研究所遗留的民俗发生的情境找回来，把曾经备受冷落的活
动主体邀请回来”①的整体研究范式，已逐渐成为主流。随着表演理论的导入和应用，大部分民俗
学者放弃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向后看’视角”，转而“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和当下发生”，实
现了“朝向当下”②的学术转型。在理论创新方面，一些学者针对国际学界广泛流行的“经验民俗
学”而提出的“实践民俗学”构想，主张重拾民俗学早期的浪漫主义理想，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学科
最终目的，把实证性的研究活动转化为互为主体的民俗实践。③在学科建设方面，高丙中力主将民
俗学建设为“一个横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④；田兆元也认为，过去对于民俗和民俗学
的相对较低的定位“使得民俗学学科无法参与社会建构、经济发展和人性塑造的重任”，今后应通
过建设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等学科分支，“使民俗学学科和民俗的行为走到社会的中心、社会
的前面”⑤。

和这些前卫的理论、宏大的构想相比，本文所提出的民俗资料学的概念框架或许显得有些“落
后”且微不足道，因为它不仅有“向后看”的嫌疑，而且所关注的完全是静态的民俗文献与文物资
料；在民俗学的学术体系中，民俗资料学很容易被看成是历史民俗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也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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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会说，民俗学本身就是“资料之学”，因此不必专门从资料学角度来进行研究。或许更有人会

认为，民俗学过去之所以没有地位，就是因为太过重视资料，而不注重“宏大理论”的建构①，因此当

务之急是理论创新，而非资料。然而笔者以为，恰恰正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俗学，更需要在对固

有的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本学科特有的学术体系，在确立学科整

体框架的同时，也对每一具体的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进行方法论的梳理。既然民俗学的学术史证

明自己首先是一门“资料之学”，在搜集、整理、分析和利用资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充分发挥本学科在资料搜集与研究方面的专长，对民俗资料学进行专门

化的研究，并将其建设为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学术分支呢？

一、何谓民俗资料？

民俗学从开创之日起就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

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其概念范畴与本文所指的广义的民俗资料仍然有所

区别。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指出：“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

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我把它叫

做记录的民俗学。”②董晓萍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田野民俗志》一书中也提到：“现在国内民俗学者有

几件要紧事要做，例如，深化理论研究，提升资料学的层次和拓展民俗学教育等。在它们中间，有

一项联通式的工作，就是田野民俗志。”③刘晓春在发表于２０１１年的一篇文章中，把“资料、阐释与

实践”总结为民俗学赖以生存的三大学术维度。“资料”在其中占了两大维度：一是对资料的发现、

记录和描述，二是对资料的学术化阐释。他强调，“资料之学是民俗学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否则，

所谓的民俗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这里的“资料”，主要指的

还是以文本为载体的民俗志，即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去发现、记录、描述”“作为时间之流而年

复一年传承变迁的民俗文化”，“用不同的媒介予以呈现，不仅要描述民俗‘是什么’，还要挖掘‘为

什么’”④。它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１）历史上以各种文体形式保留下来的古代民俗志，即董

晓萍概念体系中的“文献民俗志”，像《诗经》《汉书·地理志》《搜神记》《述异记》《荆楚岁时记》《酉

阳杂俎》《夷坚志》《东京梦华录》，等等；（２）近代以来的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所搜集和记录的第

一手资料，相当于董晓萍提出的“田野民俗志”。

然而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民俗学所使用的资料往往并不局限于文本类的民俗志与民俗文献。

首先，历史方面的民俗资料除了文字文献之外，还有图画文献、遗迹和实物等各种形式的史料可资

利用。中国民俗学的创建者之一顾颉刚先生就是一位善用各类资料的大师。他的“孟姜女故事研

究”从系统梳理古代的历史文献入手，一方面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资料，另一方面则对相关

史料进行拓展，把文学作品、碑刻、图画等也纳入到了考察范围之中。⑤ 继顾颉刚之后，民俗学界的

很多学人都注意到了书面材料之外其他类型资料的价值。例如叶涛、韩国祥主编的《中国牛郎织

女传说》就包含了“民间文学卷”“俗文学卷”“图像卷”“研究卷”和“沂源卷”，其中的民间文学和俗

文学可视为文学资料；图像是艺术资料，包括了画像石、年画版画、连环画、剪纸、刺绣、雕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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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等不同的艺术类型；沂源作为一个田野调查点，则提供了一个牛郎织女传说活态传承的案

例。① 由蒋维锬、郑丽航、周金琰、刘福铸等人编辑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也收入了碑记、散文、档

案、诗词、著录、史摘、匾联、绘画、方志、经籖等类属的资料。② 参与主编的刘福铸在总结历代妈祖

文献资料整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他本人对于妈祖文献分类的新思路，认为妈祖文献“按载体和内

容可分为成册专著和单篇论文两大系列，分属五大科类，约包含２０个小类”。五大科类即为“宗教

类”“历史类”“文学类”“艺术类”“综合类”。刘福铸认为，未来除了关注“传统的文字、绘画资料，还

有工艺、建筑、杂项等许多物质文献资料”之外，许多民间口传资料、民间技艺、声像等非物质类文

献也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整理。③

其次，即便是民俗志，也可在“文献”和“田野”这两大类别之下再做细分。民俗志的形式虽然

主要以文本为主，但在文字记录之外，也有使用图画、雕刻、录音、摄影或摄像等艺术手段记录民俗

的尝试，例如汉代画像石中就保留了大量关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情景的描绘。历代的《耕织图》和

清代的“百苗图”等官方图册也包含了许多与民俗有关的记录。还有１９世纪厦门、广州、北京等地

面向海外市场制作的各种外销产品，如外销画、外销瓷、外销墙纸、外销雕塑作品等，都包含有不少

记录民俗的内容。２０世纪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出现了以记录声音和影像为主的民俗志类

型，例如美国人何德兰（Ｉｓａａｃ　Ｔａｙｌｏｒ　Ｈｅａｄｌａｎｄ）夫妇、社会学家甘博（Ｓｉｄｎｅｙ　Ｄａｖｉｄ　Ｇａｍｂｌｅ）④等２０
世纪初拍摄的记录中国社会生活的照片，以及稍后时期约瑟夫·洛克（Ｊｏｓｅｐｈ　Ｆ．Ｋ．Ｒｏｃｋ）在云南、

德国驻重庆领事弗里兹·魏斯（Ｆｒｉｔｚ　Ｗｅｉｓｓ）和他的夫人在四川拍摄的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照，包

括后者使用最早的蜡筒留声机录制的一批当时的中国民间歌谣⑤。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往

往都不是纯粹记录民俗的作品，而且制作者很多并不以记录和研究民俗为目的，因此，使用这类资

料进行民俗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需要研究者仔细加以甄别并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保证其

资料的有效性。近年来，我国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在实施“中国节日志”“中国史

诗百部工程”等大型项目的过程中，也在文本记录的同时，采用高质量影音摄制作为记录手段，极

大地丰富了民俗志的载体与形式。⑥ 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牵头组织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同样采取了文字与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记录

方式，旨在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掌握的技艺和知识。⑦ 从载体

和记录手段而言，它们都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有所区别，由此可以衍生

出一个“图像民俗志”或“影像民俗志”的概念，用来概括这类并非主要以文字、文本为载体的民俗

记录形式。

第三，除了历史文献以及记录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文本及影音资料之外，民俗资料也包括那些

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文本或实物资料，例如文本类的家谱、历书、医书、经书、宝卷、唱本、家堂轴

子、契约文书等，和实物类的神像、占卜及祭祀用具、农具、手工艺品、乐器、表演器材、玩具等，有的

本身就是民众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有的则具有指导性或仪式性的实用功能。民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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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近年来就提出了“在中国大力发展民具学”的倡议。这里的民具指的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

活中所制造和使用的用具、工具、器具等所有实物、器物的总称”①。周星之所以主张发展“民具

学”，也许是为了强调民俗学的特殊性，摆脱旧民俗学固有的概念框架，同时也与文物学的话语体

系及价值判断拉开距离，要求在其所产生的社区生活背景中去研究民间的物质文化。然而，毕竟

“民具”一词来源于日本，就像与之相对应的“民艺”尚不能取代汉语中的“民间手工艺”一词那样，

民具学要在中国扎根与成长尚需时日。此外，“民具”所涵盖的物品与“民俗文物”不能完全等同，

后者既包括民具，也包括民艺作品，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些工具性书籍文本。此外，民俗文物还包

括那些大型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例如民间建筑物或能够反映民俗生活的文化遗迹。②

从搜集途径来看，民俗文物可以由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直接从使用者手中获取，但随着时代

的变迁，很多民俗文物早已脱离其原始的使用语境，而成为了文物市场的交易品以及私人或公共

机构的收藏品。因此，从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博物馆、图书馆乃至私人收藏家手中重新采集相关

的文物资料，制作目录和数据库，同时对每笔资料的来源、属性及其学术价值进行追踪和鉴别，以

供民俗学者进行研究或广大的民俗爱好者欣赏之用，也就成为了民俗学者当下的学术任务之一。③

综上，民俗资料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它既包含文字记载的文

本，也包含图像类文献和文物、遗迹、音像等非文字资料；既包括尚存于民众生活中的日常用具，也

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或私人手中的收藏品。原则上讲，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

字和非文字资料，都可以称之为民俗资料。对如此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的民俗资料展

开研究，探讨如何对其进行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正是民俗资料学所应关注的焦点。

二、民俗资料学的学术基础

中国民俗学界最早明确提出“民俗资料学”概念的是陶立璠先生。他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民俗

学》一书中指出：“根据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学者们所做的努力，关于理论框架的问题逐渐

明确起来，它的理论框架似应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民俗学、民俗学史、民俗资料学四大部分……”④

但该书对于民俗资料学的定义比较简单，就是“民俗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且对于民俗资料

学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方法，也未能展开论述。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国民俗学者们大多倾向于使用“民俗文献学”的概念来代替民俗资料学，

且将其纳入到“历史民俗学”的范畴之下。萧放在阐述历史民俗学的理论方法时，认为这一领域包

括三个研究方向：（１）民俗史；（２）民俗学史；（３）文献民俗志。其中的文献民俗又包括两大类：“第

一类是历代文化人的有关民俗的记录，如岁时记、风土记、地方民俗志、全国风俗志、笔记小说、竹

枝词等；第二类是各种民众生活中实用的活态文献，如民间唱本、宝卷、水利册、碑刻、家谱、契约文

书等。”⑤而张勃认为，无论是历史民俗学，还是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都离不开对历史民俗文

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们对当代的一些民俗学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时，“我国古人对民俗相关问题

如民俗（风俗）的界定、发生、发展、演变、地位、性质、结构、功能、移风易俗、风俗与社会控制的关

系、风俗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民俗记录和研究的价值意义等方面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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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成功的民俗志书写模式的探索”，不仅“需要吸收国外的或其他学科如人类学撰写民族志

的经验与教训，也需要从我国历史民俗文献书写经验中批判性地汲取养料”。①

董晓萍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的《民俗文献史：现代化与民族性》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文

献史”的学术目标。其前提是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下，“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文字语言和口头

传统、习俗制度和现代传承等方面，重新审视以往记载民俗的史料、现代田野描述资料和相关研究

成果，整合学术资源”。她进一步指出，这一学科分支的任务，“不是对民俗事象做文学编辑、历史

编年或一般的资料长编，而是建立一个可供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资料系统”。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董

晓萍认为应该做到理念、体例、资料、视点等方面的突破。在理念上发展钟敬文的民俗志思想，以

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为中国民俗文献史的两个分支；在体例上引入“民间文献”的概念，根据

其在民俗生活中被理解和被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期、分类和解释；在资料上，主要包括三部分内

容：“一是上层书面文献中保存的民俗资料，一是历史上部分文人学士搜集的通俗文献资料，一是

民间田野资料，如含村碑、账簿、日记和手抄本等”；在视点上，结合民俗文献史料的跨界特点，应采

用多学科的视点。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邓声国也呼吁建立“中国古典民俗文献学”。他的理由是，“任何一门学科

都需要有自己的文献学，并通过自身的文献学建构来促进自身的学术研究”③。他从中国文献学和

民俗学发展的现状出发，认为目前建立这一学科分支的内外条件都已基本成熟。民俗文献学的工

作重点，他总结为五个方面：（１）专书（包括纯民俗文献和含有民俗内容的其他传统文献）中的民俗

相关内容；（２）断代的民俗专题式抽绎，如某一朝代的婚丧礼俗文献；（３）历代方志中的民俗相关内

容；（４）历代民俗学书目的目录编制；（５）古代民俗丛书的编撰与训诂。很显然，邓声国的民俗文献

学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的典籍类民俗资料而言的。它既不包括古代的实用型民俗文献，也不包括

近现代以来的民俗志资料，所以在范围上不及董晓萍所提出的“中国民俗文献史”广泛。

总体来看，迄今有关民俗文献史／学的研究都没有把民俗文物考虑在内。根据田兆元的梳理，

当代民俗学界最早提倡研究民俗文物的是宋兆麟。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宋兆麟就提出了“民俗文

物”的概念，并于１９９４年在中国民俗学会内部建立了民俗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还出版了《民俗博物

馆学刊》。④ 徐艺乙是另一位力主关注民俗文物的学者。在他看来，民俗文物就代表着民间的物质

文化，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也“弱化了社会对民俗文物的意识”⑤，由

此带来的损失不可低估。

宋兆麟和徐艺乙两位学者将物质类的民俗文物纳入到了民俗学的视野之中，对于学科领域的

拓展而言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然而，在田兆元看来，他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出发，“对于非物

质类的精神属性的东西不够重视”⑥，却又是一种缺憾。为此，田兆元呼吁各地博物馆在收藏民俗

文物的同时也要注意搜集民俗文献类的文物，即那些记载民俗事象和承担民俗功能的典籍，也就

是董晓萍所强调的“田野民俗资料”。

以上学者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强调了资料研究之于民俗学的重要意义，且提出了相关的研究

思路。这些研究虽然往往只关注到了某一大类的民俗资料，未能将文本、图像、实物、影音等各种

资料类型统一纳入到考察范围之中，但它们在实质上已经奠定了民俗资料学的理论框架，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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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董晓萍：《民俗文献史：现代化与民族性》，《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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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资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民俗资料学的研究对象

综合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民俗资料学应该是一门专以系统搜集、整理各类民俗资

料为目的，并对资料的属性、分类、保存和应用等问题展开研究的学问。

具体而言，民俗资料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资料的系统搜集及其方法论

民俗资料的系统搜集是一种单纯以汇集资料为目的的学术活动，有别于一般研究者为了解决

某一学术问题而通过文献梳理或田野调查去寻找资料证据的行为。资料的系统搜集可以是个人

行为，例如宝卷研究专家车锡伦基于个人几十年来的资料收集工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宝卷总目》，

共收入海内外１０４家公私机构所收藏的宝卷１５００多种，版本达５０００余种，宝卷异名１０００余种，是

迄今为止资料最全的一个宝卷目录版本。① 然而在实际的研究当中，限于当今的学术研究体制和

风气，像车锡伦这样能够长期从事一项研究并不断累积资料的个体学者并不多见。加上民俗资料

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绝大多数的资料搜集工作还是必须依靠团队作业来开展。

当然，二者之间也可以结合：一方面，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学者们以个体身份

参与；另一方面，参与大规模搜集活动的研究者，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为个人的研究积攒资料，并

利用这些资料做出相应的成果，因此这本身也是一个个体化的研究过程。

在２０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大规模的资料采集行为。从１９２０年北京大

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发起全国性的歌谣征集活动开始，到１９２７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

间文艺》与《民俗》两份周刊，刊载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采风作品，以及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解放区推行的大规模民间文艺采风运动，都是以资料搜集为中心展开的。１９５０年，半官方性质的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先后出版《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等杂志，成为汇集、交流民间文

艺资料和相关研究的平台。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在北京

召开，“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

采录工作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直

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相关搜集工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而

且推动了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从而使得“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导引中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②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早期的民俗调查，

还是１９４９年前及之后的采风活动，所关注的重点都在民间文艺方面，且在搜集当中明显偏重于文

本的采集，而未能结合田野的语境对民俗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记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１９８４年，经过几年的

酝酿和准备，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１９８７年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

称“民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

通知》。当代的一项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民间文学的全面普查以及三套“集成”的编纂由此拉

开了序幕。直至２００９年，三套“集成”（省卷本）全部出齐，加上县卷本和地区卷本，总字数逾４０亿。

正如万建中所言，“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基础”③。

由于三套“集成”的编写机制是从县卷本开始，很多地方先将其编印成内部资料保存和使用，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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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卷本的基础上选编地区卷本和省卷本，因此，县卷本实际上保留了更多转写阶段的原始资料，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更具价值。

成立于１９９８年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是目前主导我国民俗资料系统搜集与整理

工作的一个官方职能机构。在过去２０年中，该中心主持编纂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共十部，有２９８卷，４５０册，约５亿字，收入了中国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资料。

２００８年又启动了《中国节日志》的编纂工程，组织跨学科的力量，以文、图、音像、数据库等形式，对

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传统节日（包括庙会、歌会、祭典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记录，据此形成“中国

节日志（文本）”“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三项成果。２０１２年启动的《中国史诗百

部工程》，同样是要以文本、影像和数据库三种方式，记录１００组民间艺人说唱的史诗，完成“中国史

诗影像志（百部）”“中国史诗资料集（百部）”“中国史诗数据库”三项成果。① 与之前的民间文艺资

料采集活动有所不同的是，近期开展的这些项目都不再以“集成”命名，而是以“志”的形式出现。

这一话语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折射出了政府主持的民俗资料搜集工作在方法论上所发生的重大变

化，即不再以求大求全为目标，也不再以单纯地汇总文本资料为目的，而是更加强调基于田野调查

的专业性研究与搜集相结合，以保证资料的可靠性与学术价值。从记录手段来看，除了传统的文

字记录之外，也采用了数字化的现代技术手段，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料，并方便了资料的保存与

应用。

上述这些大型工程，都需要有人对其历史进行考察，对其过程进行跟踪，对其方法进行反思，

对其成果进行评估，并最终上升至方法论层次的探索。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展开类似的研究，其

中大多数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但也有少数涉及到了方法论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当

时搜集资料的方式、搜集人员的培训、资料的归档和保存情况以及之后对于这批资料的应用情况

等予以追踪。例如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一书中，就讨论了不同时期民俗学者的田野作

业及其方法技巧，并对其工作模式进行了总结。② 德国学者傅玛瑞（Ｍａｒｅｉｌｅ　Ｆｌｉｔｓｃｈ）也曾撰文分析

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历史背景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民间

文学的搜集才成为独立的、私人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同民间文学研究群体的工作结

果，而这些群体的形成，基于２０世纪初期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她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民间文学三套

集成”的工作机制：在国家经费的支持下，全国性的“三套集成办公室”作为最高组织机构，通过举

办工作会议、培训班等方式，制订搜集计划，明确搜集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和方法”，并“印行了一

些非常详细的指导性文字，以便使搜集者学会如何做符合学术规范的笔录”。作者还根据自己的

亲身经历，重构了一个采集者如何将口头讲述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为了使文本保持本真性和接近

现实的生活世界，民间文学的搜集者总是在寻找‘专业人士’：在伐木人那里搜集伐木故事，在挖参

人那里搜集人参故事，在木匠那里搜集工匠故事。”在转写中，作者本人使用了磁带录音机，而另一

位同行的采集者用的是手写的笔记。通过比较两个文本，可以“看出‘三套集成’中的民间文学被

进行了怎样的整理”，比如使用笔记记录的那位中方采集人“采用了这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定型

化了的形象，使主人公梦中的人物光彩照人”，“搜集者从现有的叙述形式中汲取了某些通行的因

素，把一个简单的回忆变成了一段民间文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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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ｆｌａ．ｏｒｇ／，浏览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８日。

参见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二章　早期民俗学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与“第三
章　当代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失策与对策”。
［德］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该文最早于２００２
年以《搜集·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书面转录的理论与实践》（原文德文）为题，在德国柏林大学作为她的教授资
格答辩报告口头发表。德文版见于Ｏｒｉｅｎｓ　Ｅｘｔｒｅｍｕｓ（２００２年，第４３辑）。



我们中国人往往会把反思直接等同于批评，所以一般很少对自己或他人的工作进行类似傅玛

瑞这样“较真”的观察和思考，而且像这样的文字描述，对于局内人来说也许会显得毫无价值。然

而，从资料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提供了无比珍贵的信息，让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可以了解“集成”的

产生过程，以及汇集和甄选资料的标准等等。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记录和研究

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当后来的学者在利用“集成”资料从事研究时，他们需要了解的，恰恰正

是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能够让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

（二）民俗资料的类型与属性

浩如烟海的民俗资料，通过大规模的搜集活动征集上来之后，如何整理和归类便是下一步所

要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总体上把握资料的类型，并对每一大类下的子类别加以区分，通过数据分

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其资料属性，就成了民俗资料学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一般来

说，资料的分类都应遵循易存、易找、易用的原则，目的是要对资料进行基础性的整理和分析，为下

一步的研究工作做好准备。

民俗资料，就其载体上可分为文字、图像、实物、影音四大类。文字类的资料又可根据其书写

和印刷方式进行细分，如古代的以金石、竹木、丝绸等为载体的文本，在以纸张为载体的文本中也

有手抄本、刻印本、影印本之分，或者根据纸质的不同加以区别，如宣纸、棉纸、麻纸、竹纸、桑皮纸、

蓪草纸等。涉及到古籍，则有孤本、珍本、善本、赝本、进呈本、通行本、足本、百衲本、节本、选本、初

印本、绣像本等类别。图像类的资料在载体上也可分为金石、纺织品、建筑物、墙壁、纸张等。实物

类资料的载体五花八门，所以更适合从其内容和用途来加以区别，可分为建筑构件、玩具、生活用

具、祭祀用具、表演用具、人物雕像、手工艺品等。影音类资料则主要可分为摄影、录像和录音三

大类。

就其功能和性质而言，民俗资料也可分为研究记录型和生活实用型两大类。研究记录型的资

料既包括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记录下的文字资料和拍摄、录制的影音作品，即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一

手资料，也包括其他第二手资料，如历史文献或出自非民俗学者之手的著作、笔记或调查报告，以

及相关的图像和影音材料。生活实用型的民俗资料主要指在民俗生活中担负有实际使用功能的

文献或物品，如服饰、祭祀用品、建筑构件、装饰性的图画、各种民间宗教类或医药类手抄本等。

当然还可以从历史分期、来源区域、使用者、记录者或收藏者的身份等出发，对民俗资料进行

分类。这样的分类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步认识和廓清民俗资料属性的过程，因为信息数据

处理中的所谓“属性”指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要素：资料类别、物质载体、原生区域、历史时期、主

题内容、形式特征、创作者、所有者、收藏者、资料的收藏和保存情况，等等。资料属性的分析不仅

会有助于利用者检索，而且还将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采集与处理某一类资料的方式，例如针对可

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前者可以收藏于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后者则必须放置在原地或在

专门为此修建的场所如露天博物馆保存，由研究者前往当地，通过文本记录、图像采集、复制拓片

等方式搜集相关资料。中国民俗学会等机构曾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间举办过“‘寻找泰山石敢当’海峡

两岸拍客行活动”，向国内外拍客们征集关于“石敢当”题材的摄影作品①，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次

有益尝试。

（三）民俗资料的保存与公开

可能每一位民俗研究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田野调查搜集到一堆资料，但回来以后就没有时

间处理了，久而久之这些资料也成了废品。的确，资料的保存和应用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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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寻找泰山石敢当”海峡两岸拍客行活动组委会：《“寻找泰山石敢当”海峡两岸拍客行活动》，中国民俗学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ｏｒｇ．ｃｎ／ｗｅｂ／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ＮｅｗｓＩＤ＝１３１９３，发表时间：２０１４年９月６日，浏览时间：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



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尤其是一些大规模的调查项目，如果不能对搜集回来的各种资料予以妥

当的处置，日后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应用的角度来讲，资料如果不经整理和公开，就发挥不了它作为资料的价值。所以任何拥

有资料的个人和机构，都应尽其所能通过各种渠道公开经过处理的资料，以达到学界内部及与社

会各界的资源共享。在计算机技术得以推广之前，资料公开的途径较少，除了保存在博物馆、档案

馆、图书馆，偶尔有机会得到展出之外，以书本的形式印刷出版，大约是学术界分享资料的唯一途

径了。早期的民俗学者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不论是北大时期的《歌谣》周刊，还是中大时

期的《民间文艺》《民俗》周刊、“民俗学会丛书”，都以及时发表当时征集到的各种民俗与民间文学

资料为己任。作为民俗学最早的倡导者，顾颉刚先生曾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鼓励大家把手头积

攒的资料拿出来印刷出版。他在为魏应麒《福州歌谣甲集》所写的序言中道：

　　何以一定要把这些材料印出来？因为这是保存材料的一个最好方法，又是提起别人研究

兴趣的一个最好办法，也是供给别人研究材料的一个最好方法。你弄到若干材料，关在书桌

里，这些材料的生命也被幽闭着。或许过了几时，你的兴趣衰息了，把这些材料丢弃了，别人

始终瞧不见。你若肯把这些材料印出来，一方面当然要加上自己整理之功，一方面又是把这

些材料公诸社会，它的生命永在扩大之中，不像放在家里的易致亡佚了。①

进入到２１世纪，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资料的保存与公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研究资料的

数字化与数据库的建设在当下各个学科都非常盛行，民俗学也不例外。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

艺发展中心在资料的数字化应用方面率先开展了许多项目，例如开发建设了“中国记忆———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使用高科技进行“中国传统乐器声学测量及频谱分析”，开发民间

文艺的“动态数字文化多维展示技术”，以及运用数据库、地理信息、现代通讯等技术，建设“文化与

旅游信息资源融合的数据模型及典型地区数据库”等。②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在

民俗文献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并在应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数字典藏和数字博物馆方面走在了民俗学

同行的前列。据该中心网页介绍，近年来已完成了“辽金元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宋代

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明代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等研究课题。③ 可惜的是，这

些数据库目前大多未能真正投入使用。

从近年来获批的民俗学专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看，依靠数字技术开展有关民俗资料

的研究业已形成趋势。例如２０１６年立项的“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

数据标准建设”“傣、佤、景颇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学资源数据建设与研究”“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

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④２０１７年立项的“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图像文化调查研

究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中国—东南亚铜鼓数字化记录与研究”“屯堡

文化综合数据库建设”，等等，都是以汇集资料和建立数据库为目标的课题。⑤

四、民俗资料学的建设路径

一个研究方向要想在学科内部站稳脚跟，继而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必须具备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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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顾颉刚：《（魏应麒）〈福州歌谣甲集〉序》，《顾颉刚全集》（１４），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３７０页。

参见“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ｆｌａ．ｏｒｇ／，浏览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８日。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网页，ｈｔｔｐ：／／ｍｄｗ．ｂｎｕ．ｅｄｕ．ｃｎ／ｍａｉｎ．ａｃｔｉｏｎ，浏览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

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公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人民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ｏｐｓｓ－ｃｎ．ｇｏｖ．ｃｎ／ｎ１／２０１６／１１０７／ｃ２１９４６９－２８８４１６５１．ｈｔｍｌ，发表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浏览时间：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９日。

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公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人民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ｐｏｐｓｓ－ｃｎ．ｇｏｖ．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ｃ２１９４６９－２９６３２３６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浏览时间：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条件：一是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研究起到指导作用；二是有一批热衷于

此的学者，能够互相支持、相互切磋，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三是有一个或数个相关组织或机构在

背后予以支持，既可以是科研和教学机构，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半官方的协会或者民间性质的学

会等。

作为一个边界领域，民俗资料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必须从史料学、文献学、文物学、档案学、图书

馆学、信息技术等相关学科获得借鉴。其中，史料学重在阅读和鉴定史料，正如史学家所指出的，

“鉴定史料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的真实性……第二，它表达的事实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三，

它在说明问题时有什么价值，是否具有决定的意义”①。同样，当我们在甄选并鉴定民俗资料时，也

需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一是对资料本身的客观真实性的追问，包括资料的来源是否可靠，是第一

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原始作者的制作用意如何，流通过程中曾为谁所拥有，资料采取了怎样的

保存和处置方式，等等；二是分析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追溯和解释民俗现象有何帮助，这就需要解

读者对民俗学学术史有着较为充分的掌握，并具备敏锐的学术嗅觉；三是对资料价值的整体评估，

包括其珍稀程度、有效性、使用上的缺点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

史料学之外，文献学“以研究文献的生产、流传、利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

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②，其基本方法完全适用于研究

文献类的民俗资料。文物学的编目、鉴定、溯源、保管和展示等基本方法则适用于处理文物类的民

俗资料。而在资料的分类、存档、公开和利用方面，民俗资料学不仅需要获得信息技术的支持，且

有必要借鉴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

但在借鉴的同时，民俗资料学也必须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思路和研究路径。关键还是要立足于

民俗学学科，面向普通民众，关注其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超越上述学科只关注资料而不注重还原

其生活本质的局限性。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民俗学者的资料解读能力，要能够从“死”的

文献、档案和文物当中，阅读出“活”生生的人及其日常生活事件，包括事件背后的民俗关系③，以及

深层次的民俗心理与文化逻辑。民俗学过去在这方面已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案例，例如，龙圣曾通

过阅读和分析四川冕宁菩萨渡周王邓三大望族的族谱资料，推导出屯堡叙事的动态结构过程，及

其在“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加以推演”的叙事建构逻辑④；他的另一篇论文也是以彝族文书和地方档

案为资料，追溯了四川冕宁“水田彝”从高山迁往平地、在国家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其族群性的过

程。⑤ 这些研究都充分显示了民俗学者解读民间文献的能力，同时也彰显了这类资料对于民俗学

研究的重要价值。

中国民俗学界从事民俗文献与文物研究的学者为数并不算少，但往往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机构

和领域，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如能在适当的时机，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或在刊物组织学术专栏的

方式，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与切磋的平台，想必可以为建立民俗资料学的学术共同体打下良好的

基础。另一方面，后备学术力量的培养也是发展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吸收来自历史

学、文献学、文博学等学科有志于从事民俗研究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领域，同时引导本学科的后起

之秀关注民俗资料并习得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条件成熟时编写民俗资料学的教材，在高校开设相

关课程等措施，都将有利于将民俗资料学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方向之一确立下来。

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以来就以调查、保存和记录民间文化为己任，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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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良玉：《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史睿：《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文献》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参见王霄冰：《民俗关系：定义民俗与民俗学的新路径》，《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龙圣：《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及其演变———以四川冕宁菩萨渡为例》，《民俗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龙圣：《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社会》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个世纪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后，又于２００３年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旨在
“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

表性实物，实施以县为单位的中国民俗志调查和出版，全面调查、登记与出版中国民间美术作品，

拍摄与制作中国民俗文化的音像制品，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等”①。借着新世纪以来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东风，文化和旅游部下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已

发展成为推动采集与保存我国现存各类民间文化资料的重要官方机构。除前面提到的一些项目

之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为主导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项目，使

用文本与影音并重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与表演资料，并与国家图书

馆合作，以纪录片的方式在线上展示。② 作为民间性质的学会组织，中国民俗学会也通过网页的建

设，为储存和公开民俗资料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平台。③ 而作为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研究所在民俗资料学的建设方面无疑遥遥领先于其他单位。该所在近２０年来推行了“以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资料库／媒资库／档案库’为学术资源依托，以‘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为信息增长点，

以‘中国民族文学网’（中英文）为传播交流平台的整体发展计划”，即“‘资源／基地／网络’三位一体

方略”，并将其视为其科研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要工作。④ 以上机构和项目虽然都没有冠以“民俗

资料学”之名，但所行已有“民俗资料学”之实。他们的实践经验值得从学理层面上加以总结。

最后，建立民俗资料学的目的，对内主要是服务于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让它成为一

门更具阐释力和穿透力的学科，不仅在形而上的层面更具思想性、理论性，而且在形而下的领域能

够提供更多准确翔实的资料和鲜活透彻的个案；对外则可与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人类学、计算

机科学等学科展开对话，甚至为文学、历史、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兄弟学科提供研究资料。同时，

经过系统搜集、科学整理并得到立体呈现的民俗资料也可为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提供资料性的

咨询服务，由此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令其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学术与社会。

［责任编辑　刁统菊］

３２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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